
1997年第2期

(总第101期)

j

人口与经济
POPULATl0N＆Ec0NOMICS

No．2，1997

(Tot．No．101)

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分析。

宁越敏

摘要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出现的新现
象。本文在评述了人口流动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流动人口的成

因和特征。认为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看，两个原因导致流动人口产生，一是上海社

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二是城乡差异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的巨大推力。因此，需要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上制定合理措施，有序地疏导农村人

口流动。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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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上海200062)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中国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出现的新现象。中国的人口流动具有社会和

空间双重转换的特征，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内地人口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其

结果使沿海城市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人口流动对人口流出地和人口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业已产生重要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

一、人口流动的理论评述

在人口流动的理论研究中，刘易斯最早提出农村人口转移的模型(1】。刘易斯认为，不发

达经济的特征是二元结构，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导部门，也只有工业部门

的发展才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和费接受了二元结构的观点，但他们认为刘易斯没

有看到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劳动力流向

城市的先决条件[别。一般把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称之为“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式”。麦茜

认为，如果把上述理论延伸，那么人口区际流动就是由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所引起的。相对

资本而言具有劳动力禀赋的地区工资水平较低，而具有资本禀赋的地区工资水平较高，由此导

致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流向高收入地区L3J。

托达罗从个人决策的微观角度提出人口流动的又一解释【4】。他认为区域发展差异是入

口流动产生的原因，但对个人而言，是经过了迁移的成本一效益计算后才做出是否迁移的决

策。在这里，成本包括旅行费用、找到工作之前维持生活的费用等等，效益则不仅仅包括较高

的收入，也包括发挥自己的潜力。他认为，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

高于农村，则农村人口就向城市流动。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33101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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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克和布罗姆提出移民的新经济学解释【5】。该理论强调移民是由家庭集体决策的结

果。迁移不仅是为了获得预期收入，同时也为了使家庭收入的风险最小，因此区域间的收入差

异不是人口迁移的必要条件。即使区际收入差异缩小，由于其他市场(资本、保险市场等)没有

得到有效发展，农村人口仍然会向外迁移。由此导出的政策是，政府不仅需要缩小区际发展水

平的差异，还需要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这样才能减少人口流出的数量。

以上理论都是从城乡差异角度探讨农村人口流出的原因，派尔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

人El流入地对低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产生人El流动的原因【6]，其最重要的观点是工资不仅

反映了劳动力的供需条件，也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各种职位构成一个等级体系，一旦提高

最低工资以满足这一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必将产生连锁反应，产生工资的结构性膨胀。因此，

发达地区才从低收入地区引进劳动力以满足低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果把这一理论引仲的

话，发达地区引进低级劳动力，有利于提高竞争力，还可以控制通货膨胀。

中国学者对农村人口迁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陈吉元等人认为城市收入高和农民失业率

高分别形成同方向的拉力和推力促使农民进城[7】。辜胜阻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农村一城镇人

口迁移模式，但可简化为乡城推拉力模式【8】。他认为中国农村由于实行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

联产承包制，农村推力较小，中国的人口迁移模式是拉力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各种观点从不同侧面研究了人El流动问题，为认识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

但中国的人I：1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必须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去分析才能

找到正确的答案。为此，我们在农村人口主要流入地之一的上海作了多方面调查，以期探讨

8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的成因。 、

二、上海市流人人口分析

50年代，中国为了在实施迅速的工业化战略时保持城市社会的稳定，采取了划分城乡人

口的户口制度。在户口制度下，除入学(大、中专)、参军等少数情况外，农村人口一般难以进入

城市。1978年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长期掩盖的剩

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其中一部分就地转化，另一部分流向城市寻求生路，数量与日俱增。沿海

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流入人口急剧增加。据1993年上海市流动人El

第五次抽样调查显示，全市流入人口达281万【9]。流入人口占上海户籍人口的比例从6．3％

上升至8．4％，再上升至19．4％。

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看，流入人口的成因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

人口集聚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集聚的结果。据估计，目前在上海从事正式非正式工作的

外来人口约154万，占外来人口总数的55％，很明显，如果上海不存在巨大的外来人口就业市

场，外来人口的数量不可能大幅度上升。但是，外来人口就业市场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

结果。事实上，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上海也存在着城市失业人口。据统计，1994年上

海城镇失业人口达14．85万人，待工人员27．12万人【10】，二者合计达42万人，实际失业率达

7．9％。在自身存在较多失业人口的情况下，上海仍然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市场。说

明现阶段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对外来人口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第一，沿海地区率先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对外开发开放，吸

引了国内外资本大量集聚在上海，推动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形成外来劳动力的巨大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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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中国沿海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在南方，上海市的流入人口数量不多，1984年仅

70万，占常住人口的5．81％，且流入人El中从事就业的比例极低，只占6．63％。随着上海经

济的发展，流入上海的人E1日益增加，1986年增加到165万。1988年上海流入人El的数量虽

降至141万，但经济型流入人El比例上升至61．41％。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了上海浦东新区

对外开发开放政策，使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热点，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也使劳动

力市场急剧扩大，流入人口数量增至281万，其中外省及海外流入人口251万。表1反映了上

海流入人El数量的增加与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加之间存在着密切关

系。

在流入上海的外来人El中，有一小部分从事金融、贸易、房地产、研究与开发等工作，他们

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有助于上海形成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城市。如浦东新区自对外开放

以来，已吸引中央各部委、外省企业1800多家，在这些企业中的外省市从业人员有2万余

人【1¨。又如，在沪经商的海外人士亦有近万人。以这些人士为主形成了上海外来人口的高级
劳动力市场。

表1 上海市流入人口与投资的增长

资料来源：流入人口资料引自王午鼎主编：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表1—2，表1—4，投资数据引自上海市

统计局编：上海统计年鉴1987、1989、1994。

但是，在上海的大多数外来人El从事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或低级服务业，其中因房地产大

规模开发引来的外省建筑队伍占全市外来就业人El数的一半，达70—80万人，而1988年时的

建筑施工队伍人数仅29．4万。这表明，上海外来人El劳动力市场与基本建设规模之间存在着
密切关系。

第二，本地劳动力结构老化，经济发展需要外来青壮年劳动力。

上海自196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实行一孩化政策，使上海成

为全国最早进入人El负增长的城市，与此相应出现了劳动力年龄的老化。1982—1990年两次

人口普查期间，上海劳动适龄人El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6．6％下降到63．9％，而青壮年人口(20

—34年)占劳动适龄人El的比重由50．7％下降到45．996。按1990年常住人口推算，1993年

上海人口的优势年龄组为30一44岁，人口平均年龄为35．5岁，而外来人口的优势年龄组为

20一29岁，占总数的42％；年龄中位数是26．28岁C123。根据我们对上海市区外来就业人口的

抽样调查，18—30岁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7．34％，31—40岁的人数占25．28％。在乡镇企业

中，外来人口18—30岁年龄组占的比重更高。所以，上海劳动力结构的老化使上海进一步提

高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例如，纺织厂40岁以上的女工中有很多人下岗，但一线工作岗位缺

乏本地劳动力补充，只能招收外来青年女工。在造船、环境卫生、饮食等行业出于同样原因也

大量使用外来民工。另外，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事家庭帮佣的外来人口也

越来越多。甚至在农村乡镇企业，同样存在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产生的使用外来人口务

工的现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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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场所。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但由于所有制的不同，乡镇企业用工制度比

较灵活，加上乡镇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等原因，使乡镇企业(包括乡镇中的各类私营企

业)成为吸引外来劳动力的重要场所。据上海市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在私营单位工作的

外来劳动力占26．9％，乡镇企业占8．3％[13J。实际上，乡镇企业用工要多得多。上海农村务
工劳动力120万人，乡镇工业职工达142万人，多余的22万人基本上来自外省市。在上海市

持有务工许可证的50多万人中，估计郊县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用工要占到近半数。

有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乡镇使用的外来劳力高达数千人，甚至一家企业就雇佣外来劳力1500

人。因此，上海郊区农村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外来劳动力就业市场。

由于上述原因，上海已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就业市场。这一市场可分为两部

分：-d,部分为从事管理、技术工作的人才市场，为吸引这部分外来人才，上海市制定了蓝印户

口政策，持有蓝印户口可享受上海常住户口的待遇；但更为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是属于本地

人不愿从事的重体力劳动或低级服务业。根据上海市劳动局1990年的调查，外来劳动力中

35％的人从事脏、累、苦及有毒、有害工种，另有20％是建筑工、房修工、30％从事各种低收入

的辅助劳动【1引。我们在市区对外来人口职业的抽样调查也显示，经商、采购、经理人员和个体

户仅占总数的13．5％，绝大多数人从事建筑、务工和低级服务业(表2)

表2 上海市区外来人口就业抽样调查

对外来人口收入的调查显示，年收入2000元以下者占3．7％，2000—4000元者占
38．3％。4000—6000元者占29．2％，6000元以上者占28．8％。1994年，上海职工的年均收入

7401元。因此，外来人口大多属于中低收入者。由此可见，城市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低级劳动

力市场，而这一市场只能由外来人口来补充，并由于上海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老化及一孩化政

策使得上海对这一市场的需求更为迫切，规模也更大。

2．城乡差异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巨大推力

从劳动力供需关系看，城市低级劳动力市场如果离开了内地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加入也

是不可能形成的，城乡收入差异无疑是农民流入城市的推力。然而在中国，由于户口制度实施

的结果，城乡差异不仅仅反映在收入方面，也反映在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的水平以及退

休或失业的生活保障等方面。因此，城乡多方面的差异是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

素，我们对外来人口来源地户籍和迁移原因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

在上海市区所作的300份问卷结果显示，来自江苏的人最多，占39．6％，其中又有70％来

自苏北；安徽和浙江居其次，分别占17．3％和16．2％；再次是四川I、福建、江西、山东，分别占

4．5％，3．4％，Z．6％和2．6％。其他人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及西北、东北等地。来自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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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人，且随父母工作调动来上海。

城乡接合部是外来人口集聚的地方。在普陀区桃浦镇李子园村居住的760个外来人口

中，江苏人363个，占47．8％；浙江人162个，占21．3％；安徽121个，占15．9％；山东、江西、福

建各26人，均占3．4％；其余来自西南、中南、西北等地。

郊县青浦县徐泾镇某玩具厂257名外来人口中，来自安徽的有108人，占42．0％；江西74

人，占28．8％；苏北31人，占12．0％；河南22人，占8．6％；四川8人，占3．1％；其余来自湖

北、陕西、浙江、山东。

由上可见，上海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华东地区，特别是毗邻上海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空间

距离和传统的联系决定了外来人口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分析显示，外来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农

村或小城镇，上海市区的外来人口中74．38％的人属于农业户口，只有22．73％的人属于非农

业户口(2．89％属未定户口)。在郊县乡镇企业打工的外来人口则几乎全部属于农业户口。

问及市区外来人口迁移的原因，认为本地提供收入较高的工作、本镇生活条件较好。以前

的地方没有就业机会分别占20．8％、15．4％和9．7％；想转为城镇户口、城镇居民政治待遇较

高分别占6．6％和2．3％。以上5个原因合计占54．8％，再考虑到外来人口大多来自农村，反

映了城乡差异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

从70年代末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然而由于我国人多地少，

大多数省农村人均耕地仅1亩多，甚至不到1亩，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

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世界市场的水平，继续提高困难很大，这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安

徽省为例，改革初期的1978—1980两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1．7％；1980—1985五年问

增长一倍；1985—1993八年间才增长96．1％，其间通胀75％，实际收入仅增加20％左右，全年

收入仅相当于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表3)。从各地区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的比较看，沿海地

区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纯收入增长较快，从而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1980年，

安徽农民纯收入为上海的46．5％，1994年下降至28．3％，而绝对差距从212．5元增加至2463

元。沿海各省市间农民纯收入的差距相对较小，如江苏省与上海市的这一差距在15年中基本

不变，浙江省与上海市的差距则有所减小。但如果考虑到苏南农村经济的起飞拉高了全省农

民人均纯收入，那么苏北与上海之间的差距也是扩大的。因此，经济较落后地区与大城市之间

的收入差异强烈地推动农民进城谋求新的生路，而收入差异小的地区如苏南、浙江进入上海的

流动人口就少得多。

表3 若干省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较 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280页。

城乡差异不仅表现在由于户口制度所形成的人口再生产方面的差异，如医疗、子女教育、

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就业安排、住房分配等，还表现在观念、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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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迁徙的原因是为了想转为城镇户口(占抽样调查数的6．696)和羡慕城镇居民政治待
遇较高(占2．3％)。

城乡差异从宏观上解释了促使农村人口迁移的原因，而解释个人的迁移决策则需考虑微

观理论模型，特别是要探讨家庭决策在个人迁移中的作用。如果人口流动是为了降低家庭收

入的风险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流入人口的返回性迁移，季节性迁移，全家迁移比重

低，或往家中汇款等现象。从我国情况看，家庭决策模型有一定适用性。80年代我国农村出

现的“亦工亦农”现象实际上就是降低风险的一种表现，农民在进厂务工的同时，保留自己的一

份口粮田，这样便能维持自己最起码的生存保障。又如春节过后是农村人I：1流向城市的高峰，

很重要原因是农民利用农闲时期进城打工以赚取额外收入。而我们对流动人口是否往家汇款
的调查中，90％以上的人表示定期往家中汇款，或在年底时一次性携款回家过年。由于这一原

因，使尽管进入上海的农民大都来自经济较落后地区，但仍有一部分来自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和

浙江的宁绍地区(分别占9％和9．8％)。需要补充的是，对个人而言，上述几种原因有可能交

织在一起。如对较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来说，进城打工既为了赚钱，也为了领略城市的生活方

式，其中一部分还通过与当地人结婚的方式取得在市区或郊区的居住权(如与当地农业户口结

婚可迁移户口)。可见，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可以大大减少人口流动的数量，但不会使人

口流动这一现象消失。

以上分析反映了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的综合影响。不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

乡人口流动又有其自己的特点。首先，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口及劳动力的结构性老化相

结合，使城市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劳动力市场，从而主动消化了相当一部分进城农
民。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土地高度集中或其他原因导致大量农民进城【I副，而中国

是由于人多地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且难以就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力导致农民进城。由于中

国农民数量极为庞大，由农民进城所产生的现实压力和潜在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第三，发达

地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已成为吸收内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这一点是中国特
有的农村人口迁移途径。

当然，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后，在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对上海的环境也形

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上海本来就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在增加了250余万外来人口后，

全市平均人口密度提高了21．7％，而近郊区人口密度提高了35．4％(表4)，这给上海的交通、

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增加了不小的压力。特别是流入上海的外来农民数量已超过

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相当一部分人只能通过非正式手段维持生活，甚至铤而走险。因此，如何
保持外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是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表4 上海市分区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王午鼎主编：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995。

三、有序疏导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思考

在城乡拉推力作用下的农村人口流动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积极引导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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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才能保障国家及城市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必须在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上制

定积极合理的措施。

城乡差异是导致农村人口流动的宏观背景。对国家政府而言，可以采取的政策有：

1．在农村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多地少

的矛盾业已十分尖锐。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有助于减缓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2．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缩小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表现

为内地农村人口向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的流动，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地间的收入差距。加快中西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进而有助于减少人口流动的数量。

3．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投入，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市场体系。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

贡献越来越大，因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定限度。内地的农业剩余

劳动力除一部分可能就地转化外，相当一部分将继续以务农为主。为了保障这一部分农民的

利益，国家应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同时需要建立为农业服务的市场体系，如农业

生产资料市场，农产品收购销售市场(现货和期货市场)，农业生产和农民人寿的保险市场等

等，以稳定农业生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探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符合国情的劳动密

集型的现代化农业的可能性，如发展生态农业，做到少投入多产出。另外，应运用科学技术加

强中低产田、滩涂、山地、草原的合理开发，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

已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已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新

生代，但他们仍被视为过客，不能享受市民的同等待遇，长期以往，必然产生社会问题。对城市
政府而言，应考虑以下一些措施：

1．应保持外来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在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避免过量农村

人口涌入对城市产生的冲击。

2．大城市郊区可首先放宽户口政策，允许外来人口在一定条件下在郊区县城或小城镇落
户从事工商业活动。

3．有条件地逐步放宽市区的户口政策。为吸引外省人才和国内外资金，上海实施了蓝印

户口政策，但此政策过严，迄今仅一千人得到蓝印户El。如该政策规定，境外人士购买商品住
宅在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上者可申请一个蓝印户口。现实情况是，上海已积压近400万平

方米的商品住宅，不少外省人士希望购买，但限于户口政策不让购买【16】，这种对境外居民的歧

视性政策是不妥当的。再如，现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女性同本市男性结婚，可是不但她们得不到

市区户口，子女也得不到市区户口，如此下去，子女的教育及就业都将受到很大影响。据报载，

上海市民和外来妹结婚的数量每天已达30余人，占结婚户的15％ClT]。这一趋势若持续下

去，现行政策所产生的负效应显而易见。因此，可借鉴国外对婚姻移民的做法，首先让子女迸

市区户口，再逐步让上海市民的配偶转为市区户口。

当然，城市在逐步放宽户口的同时，也应采取各种措旋提高外来人口的素质，使他们逐步

与当地社会融合。

农村人121的城乡流动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点。政策的制定应发挥其正面

作用，减少负面影响，以使城乡都能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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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为“少生快富，建国策大棚"

近年来，山东省寿光市靠种菜发了家，连

续三届跻身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

在全国百名农业大县中位居第三名，提前步

入了小康。同时，菜农人口也迅速增加，到去

年达到6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8％，成为

该市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服务对象。

寿光市委、市政府有鉴于此，顺应农民不

断提高种菜水平和要求致富的愿望，自去年

以来，责成计划生育部门牵头，农委、农行、供

销社等涉农部门和各乡镇采取得力措施，帮

助菜农少生快富，并把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

扎户列为优先扶持对象。各乡镇农行和计划

生育“三结合”基金会首先行动起来，为这批

人设立了专项信贷资金，其中仅“三结合”基

金会就贷出60余万元。菜农利用这批资金

新建冬暖式大棚7万个，称之为“国策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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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菜农的技术更全面，该市利用乡村两级

人口．学校，聘请经验老到的技术人员进行普

及性技术培训，逐步加入美国滴灌、c02气体

施肥等新工艺和佛手瓜、葡萄等新兴大棚瓜

果蔬菜种植技术培训，据统计参加过培训的

不少于50万人次。在此期间，计划生育人员

向他们公布各地蔬菜新技术和价格信息，每

堂课利用十几分钟讲授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

实用性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知识。各乡镇供

销社优惠向他们提供农药、农膜，种子站优先

供应蔬菜优良品种。两年的努力收到理想的

回报：菜农的蔬菜纯收入达到人均1800元，

比两年前提高了近800元。

“国策大棚”给农民带来了好处，农民也

回报计划生育工作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目前

开展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的村达到

100％，计划生育率、晚婚率、晚育率分别达到

99．8％、98．8％、99．8％，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胡营乡还出现了11支群众自发组织的宣传

队，到处宣传计划生育知识。

(张少勇)


